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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创立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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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对外智力引进的重要尝试。其创

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背景下，由中日两国高层官员和经济专家共同参与，为中日间经济

对话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改革开放初期，参加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代表所提出的

宝贵建言，对中国引进日本经济建设经验、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中日经济知

识交流会采取的务实、灵活、高效的交流机制，也为新时代我国构建良好的对外合作机制提

供了经验与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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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智力引进，人们一般都指的是科学技术和普通的经济管理知识及人才的引

进，其实，国家领导层借用外脑是更大的智力引进，可以使整个国家少走弯路。”① 中

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以下简称交流会）便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外智力引进的重要

尝试。它是在邓小平的指示下，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政治

家大来佐武郎牵头创立，中日两国的高层官员和经济专家共同参与的经济知识交流机

制。自 1981 年创立至今，交流会已经举办了 38 届。期间，因钓鱼岛争端、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等原因，暂停举办 3 届。交流会不仅是中日两国间“第一个经济知识交流的

窗口” ②，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两国间开展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交流机制”③。作为中

国改革开放智力引进的重要尝试，其创立和运行对中国经济建设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

响，特别是在中国亟须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改革开放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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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2 年第 3 期

交流会的影响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对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乃至中国经济研究人

才的培养都有所裨益。曾参与交流会创立和运行的中日高层官员、学者在相关文章和

回忆录中对交流会的情况均有所忆述，但是限于相关资料较少等原因，国内学界对此

鲜有研究 ①。2020 年，日本东京大学研究员伊藤博在整理日本相关资料和采访中方亲

历者的基础上，出版了交流会自 1979 年至 2000 年期间的资料集，为该领域的研究提

供了有力助益。本文以此为基础，利用中日亲历者的文章、回忆录、讲话稿等资料，

聚焦改革开放初期交流会的创立历程、运行机制以及交流内容，以期管窥改革开放初

期智力引进对中国经济建设产生的重要影响。

交流会创立的历史动因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亟须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经验，而此时的日本经济仍处

于高速发展时期。《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中日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这为

交流会的创立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一）中国政府派经济考察团赴日访问

改革开放初期，鉴于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巨大经济差距，对外开放、引进技术成

为中共中央的共识。派团去发达国家考察是对外开放、引进技术的重要方式之一。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下简称战后），日本创造了从战争废墟到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的奇迹，探求日本经济成功的秘诀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自然也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对

外考察的重点对象。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政府派出了多个考察团访问日本。考察团在向中央提交

的报告中，肯定了日本在引进技术、利用外资、培养科技人才等方面的具体经验 ②。

1978 年 3—12 月，中国政府相继派遣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林乎加率领的赴日经

济考察团、以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为团长的中国环境代表团、以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

长周建南为团长的中国机械工业综合考察团、由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袁宝华率领的

国家经济委员会访日代表团等访日。赴日考察期间，考察团成员深受震撼，切实认识

到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大有希望，但是要花大力气” ③。回国后他们通过口头或书面

报告的方式向中央领导汇报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形势与先进经验。

①  除亲历者回忆文章外，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仅有袁晓江等：《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创

立过程》，《党的文献》2010 年第 6 期；胡欣欣：《中日经济知识交流》，载张季风：《中日友好交

流三十年（1978—2008）》经济卷，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9—59 页。

② 《房维中自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 页。

③ 《国外经济考察报告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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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领导人的战略决断

除日本外，联邦德国等欧洲发达国家也是中国借鉴经济发展经验的重要参照国。

1978 年 6 月，谷牧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时，叶剑英曾从战略角

度提出“我们同西欧国家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稳定世界的力量……

引进技术的重点放在西欧”的想法。① 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分为 

欧美模式与日本模式，而日本模式则是结合了欧美经济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事实上，战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就较为盛行，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马

列派”经济学家仍在日本占主导地位，其经济思想在日本战后的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日本模式的突出特征是在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这与当时

中国的经济指导思想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此外，由于中日两国同处东亚文化圈，

在文化影响下，日本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具有团队经济的显著特点，大小企业间的

联动协作与分工体系呈现出以大企业为龙头，中小企业与大企业有机联合的互动特

征，其团队经济在东方文化的道德规范中显示出强大的产业活力。② 因此，中日在文化

上具有的相似性也成为中央领导决断的重要考量因素。谷牧率团考察西欧回国后，在

向邓小平汇报时提出，相比联邦德国，日本与中国文化方面的相似处多，因此更具借

鉴性。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综合各方因素，邓小平决定亲自对日本进行一次实地考

察 ③，以探求中国未来发展之路。

1978 年 10 月 22—29 日，邓小平对日本进行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

首次访问日本。访问期间，邓小平专门对日本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化企业、高科

技设施等进行详细考察，并多次表达了希望加强同日本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合作，学习

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愿望。10 月 25 日，邓小平在出

席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话时表示：“中日双方在经济方面合作的余地

很大。我们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很多，也会借助于日本的科学技术甚至于资金。”④ 日

本在经济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让邓小平深受触动，回国后的第三天，中央即派出了

以袁宝华为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为顾问的中国访日经济考察团。中央

对考察团的要求是“边学习，边总结，回国前拿出报告，回国后马上派上用场”。⑤

通过访日实地考察以及听取各赴日考察团报告，邓小平、谷牧等中央领导进一

步坚定了借鉴日本经济发展经验、加强与日本经济技术合作的想法。对此段历史，谷

① 《谷牧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06 页。

② 《驻日记者四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7 页。

③  张云方：《谷牧与中日经济交流》，《百年潮》2016 年第 12 期；伊藤博：『資料集：日中経済

知識交流会（1979 年—2000 年）』，東京：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2020 年版，第 13 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11 页。

⑤ 《驻日记者四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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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曾回忆道：“我当年创立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意图是，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为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这也是小平同志的意思。”①

（三）日本政经界友好人士的积极推动

战后日本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培养了一批深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并兼具

丰富实践经验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多身居政府要职，并亲身参与日本政府战后

经济战略的制定。在交流会的创立过程中，这一群体中的对华友好人士发挥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当然，影响其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中日双方在战争记忆基础上建

立的珍视和平发展的情感共鸣，也有基于日本经济利益需要的现实考量。经过 20 世

纪 70 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陷入了“滞胀”的困境之

中，“由于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因此，对于同中国发展经济关

系很有兴趣”。② 日本也不例外，其政经界有识之士普遍认为，“日中经济合作，不仅

有利于日中两国的发展，而且对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促进

西太平洋经济圈的发展与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也具有重大意义”③。在此背景下，日中

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等政经界人士希望通过介绍日本的经济发展经验、提供日元贷

款，在助力中国经济的同时也使日本在对华贸易中获益。

此外，中日两国政经界相关人士间的友好情谊也为交流会的成立和顺利运行提

供了保障。在交流会成立前夕，两国的主要筹备者通过中日政府成员级会议等交流活

动，建立了较为深厚的个人友谊与相互信赖的沟通渠道。如参与交流会筹备工作的日

方最年轻成员、时任日本兴业银行调查部副部长的小林实，以其直言不讳的建言风格

给中方留下深刻印象，在其后的交往中，小林实与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委员李

灏成为亲密的朋友。在交流会筹备期间，诸多提议与方案都是通过小林实—李灏—谷

牧—小林实—大来佐武郎这一渠道进行沟通交流的。④

交流会的创立过程与运行机制

交流会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借鉴日本经济发展经验而创立的，其交流活动得

到了中日两国政府的高度认可与支持。其务实的创立宗旨，一方面决定了交流会成员

①  王梦奎：《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 30 年回顾》，《百年潮》2011 年第 6 期。

②  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4 页。

③ 〔日〕小林实：《论中国经济发展之关键》，李建国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42 页。

④  伊藤博：『資料集：日中経済知識交流会（1979 年—2000 年）』，東京：東京大学社会科学

研究所 2020 年版，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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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国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交流会运行机制的实用性

与灵活性。

（一）交流会的创立过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对外经济活动逐步增多，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普遍

暴露出缺乏对国际事务、国际间经济运作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的问题。为此，中央决定

聘任世界名人作为中国政府经济顾问。① 

1978 年 12 月 24 日，稻山嘉宽与谷牧会谈，双方约定为进一步推动中国钢铁、

能源与运输等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由日方向中国派遣专家顾问团。顾问团采取不定期

来华做讲座或报告的形式，向分管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介绍日本经济的发展经验。从

1979 年 1 月至 1980 年 10 月，大来佐武郎、经济学家向坂正男与小林实组成的三人

顾问团三次访华，在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同时，向中方介绍了市场经济、日本经济

发展的经验教训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形势等内容。以大来佐武郎等为代表的日本专家逐

渐发展成为促进交流会创立的核心人物。

随着双方交流的深入，中方提出问题所涉及的领域愈发广泛和深入，日方顾问

团的专家仅是单一领域的翘楚，对跨领域的专业问题难以回答。鉴于此，日方提出建

立一个由两国专家组成的交流会以便开展交流。中方也有意通过有组织的固定交流机

制，以更好地促进学习交流。1979 年 10 月，在三人顾问团第二次访华期间，大来佐

武郎向谷牧提出增加中日双方经济专家的人数，召开定期交流会议。这是中日经济知

识交流会构想的发轫。② 11 月，大来佐武郎出任日本大平内阁的外务大臣，无法继续

担任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便向谷牧推荐有日本“国土开发之父”之称的下河边淳接

任他的工作。但是，考虑到此前三人顾问团的作用，中方并未立即回复日方。③

1979 年 12 月，大来佐武郎陪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在与邓小平会谈时，双

方约定支持由大来佐武郎推进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构想。④ 1980 年 7 月，铃木善幸

内阁成立，大来佐武郎辞去外务大臣职务，担任日本政府对外经济事务代表，并再次

参与创办交流会的事业。10 月 15 日，下河边淳代表日方赴华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

长马洪协商交流会具体事宜，就交流会的宗旨、参会人数、双方代表、会议形式、事

务局设置等达成协议。31 日，谷牧与大来佐武郎进行会谈，初步确定了交流会的名

称与双方委员。1981 年 4 月 11 日，小林实致信李灏，双方最终就顾问及主要成员人

① 《谷牧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32 页。

②  伊藤博：『資料集：日中経済知識交流会（1979 年—2000 年）』，東京：東京大学社会科学

研究所 2020 年版，第 20 页。

③  张云方：《谷牧与中日经济交流》，《百年潮》2016 年第 12 期。

④ 〔日〕福川伸次：《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活动的轨迹与日中经济合作的新发展》，载季卫东： 

《东亚研究》第 1 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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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等事项达成一致。① 5 月，第一届交流会在日本箱根举行。中方首席代表为马洪，日

方首席代表为向坂正男。②

（二）交流会的运行机制

中方对交流会的初步定位是就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问题同日方专家展开内部

讨论和意见交换。③ 交流会不对外公开，设顾问与首席代表，谷牧、大来佐武郎担任顾

问，马洪、向坂正男为首席代表，负责具体工作。参与交流会的日方成员多为在日本

政府任职的著名经济学家，其中大多参与日本战后经济方案的策划与制定。如第一届

交流会的九名日方成员中除前述的三人顾问团成员和下河边淳外，还包括日本战后经

济复兴计划的重要参与者、日本最大智库野村综合研究所会长佐伯喜一；日本最大的

建设机械制造公司小松制作所社长河合良一；亚洲经济研究所会长、被称为“日本产

业结构改革政策之父”的篠原三代平；参与日本战后复兴政策制定的重要经济官员、

原经济企划厅事务次官宫崎勇以及日本最大的钢铁制造公司——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

的综合调查部部长河野力。中方成员共有 12 人 ④，集中了中国政府相关经济部门的负

责人和研究机构的经济专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家马洪；国家计划委

员会顾问、经济学家薛暮桥；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廖季立；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委

员李灏；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中国基本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薛葆鼎、副所长林森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一苇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

戴有振、凌星光等人。除固定成员外，根据议题与举办地点的不同，交流会也会临时

调整成员。如 1984 年 12 月，在中国深圳举办第四届交流会时，深圳市市长梁湘、蛇

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袁庚等参加。⑤ 交流会的顾问、首席代表等实行较为固定的常

任制，鲜有变动，直到 2000 年第二十届交流会前后双方成员才迎来了较大规模的新

老交替。

交流会除固定会议外，还设立了不定期的临时经济考察小组。固定会议每年在

中日两国不同城市轮流举办，持续约 1 周时间，一般前 1—3 天为会议讨论，其后几

天为拜访政府相关部门与实地考察。如 1983 年 5 月，第三届交流会在日本九州举办，

①  伊藤博：『資料集：日中経済知識交流会（1979 年—2000 年）』，東京：東京大学社会科学

研究所 2020 年版，第 22 页。

②　〔日〕福川伸次：《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活动的轨迹与日中经济合作的新发展》，载季卫东：

《东亚研究》第 1 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 页。

③  张云方：《谷牧与中日经济交流》，《百年潮》2016 年第 12 期。

④  中方顾问谷牧虽在与会名单中，但并未出席。参见伊藤博：『資料集：日中経済知識交流会

（1979 年—2000 年）』，東京：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2020 年版，第 28 页。

⑤  伊藤博：『資料集：日中経済知識交流会（1979 年—2000 年）』，東京：東京大学社会科学

研究所 2020 年版，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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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成员在会后访问了长崎，与其知事、市长等当地官员进行了座谈。① 为确保交流会

事务的正常运转，1982 年，中日双方分别设置了办公室和事务局。中方办公室设置

在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秘书长为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李景昭。1985 年国务

院机构改革时，将办公室设置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986 年，张云方出任交流会

中方办公室秘书长，接管交流会事务。② 1980 年 12 月，大来佐武郎在东京日比谷富国

生命大厦成立事务局，作为交流会在日方的事务机构，由小林实担任事务局局长。事

务局成立后，其人员构成为事务局局长 1 名、男女秘书各 1 名、助手 2 名。③ 其后这一

人员构成基本得以延续。

（三）交流会的主要议题

交流会固定会议的议题设置主要包括分科会主题与临时议题。从内容上看，可

分为经济形势介绍与政策建言两部分。由于交流会议题的设置是根据中国改革开放和

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来展开，因此呈现出灵活性与实用性的特征。交流会一般包括

“世界政治与经济形势”“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的现状与课题”“中日的合作关系”“总

结”等议程。会议结束时由双方商定下一次交流会的举办地点和议题。如第一届交流

会，关于“世界政治与经济形势”，筱原三代平做了题为“亚洲国际分工的发展”的

报告，提出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模式从以往的垂直分工型转变为水平分工型，强调中国

应关注这一现象，并就其展开相应研究。关于“日本经济现状与课题”，宫崎勇做了

题为“从宏观看日本经济发展”的报告，河合良一做了题为“从企业经营看日本的成

长过程”的报告。关于“中日经济合作”，大来佐武郎做了题为“日本的经济合作政

策”的报告。中方的发言主要是针对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展开的，如经济主管部门间

的不平衡、企业管理制度的不合理、投资效率和能源使用效率的低下，等等。④ 此外，

交流会还根据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会议地点不同，设置特别议题。⑤ 如 1982 年第二届交

流会一度在长江的轮船上举行，下河边淳在会上提出应制定长江开发计划。同年 10

月，由下河边淳担任团长的中国地域考察团对长江流域进行考察，其提出的建议对长

江流域的开发、上海经济圈的建设等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⑥ 谷牧担任交流会顾问期

间，交流会的议题都经其同意和拟定，最终报告也经由其审定并报送中央。⑦

① 〔日〕大来佐武郎：《〈日本问题〉杂志创刊寄语》，《日本问题》1985 年第 1 期。

②  张云方：《谷牧与中日经济交流》，《百年潮》2016 年第 12 期。

③  伊藤博：『資料集：日中経済知識交流会（1979 年—2000 年）』，東京：東京大学社会科学

研究所 2020 年版，第 23 页。

④  伊藤博：『資料集：日中経済知識交流会（1979 年—2000 年）』，東京：東京大学社会科学

研究所 2020 年版，第 28—30 页。

⑤  王梦奎：《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 30 年回顾》，《百年潮》2011 年第 6 期。

⑥  凌星光：「日中経済知識交流会の発足と初期に果たした役割」，『善隣』2016 年第 9 期。

⑦  张云方：《谷牧与中日经济交流》，《百年潮》2016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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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转变的基础性难题，向日本学习经济建设经验成为交流会的中心议题。纵观 20 世

纪 80 年代的交流会议题，双方的交流以中方提出问题、日方提出建议为基本特征，

围绕市场机制的意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经济结构的改革、能源供需的

改善、基础设施的建设、服务型经济的振兴等重点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① 日本专家

对日本从战后复兴到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所采取的相关政策做了详细介绍，获得了中

方专家与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在中国改革开放亟须经验借鉴、日本大力开拓海外市

场以及两国友好人士的积极推动下，这一时期的交流会一直得以顺利举办，即使是在

1989 年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封锁的情况下，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第十

届交流会仍如期举办。然而，随着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差距的缩小、政治家的更替以及

国际局势的变化，双方的交流也呈现出合作与竞争共存、讨论与争鸣同在的新特征。

交流会的重要影响与作用

交流会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外引进智力的重要措施，它的影响不仅在于

微观层面的经验借鉴，且有助于中国经济决策者的思想解放和视野拓展。而双方基于

中国国情所制定的一系列开创性的经济政策，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廓清思路、解决难

题，促进中国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探索等都起到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

（一）促进中央领导层解放思想、开阔视野

早在交流会创立之前，大来佐武郎与向坂正男就受聘为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并

多次向中央领导层做报告。1979 年 1 月春节假期，谷牧召集国务院主要部委主管经

济的领导，在钓鱼台国宾馆听取大来佐武郎与向坂正男关于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经验的

报告，这是“中国经济部门领导层第一次系统地听取国外经济发展报告” ②。这次报告

会对于开阔中央领导层视野，尤其是转变思想观念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后，大

来佐武郎、向坂正男、小林实三人顾问团又多次访华并同中方交流。在交流过程中，

三人顾问团的建言献策，使中央领导层直接感受到向日本借用外脑的必要性。1982

年 4 月，谷牧在听取深圳经济特区负责同志汇报后指出：“邓副主席批准我请日本的

大来当顾问，他来了几次 , 很有帮助。请外国专家当顾问这个做法，在一定历史条

① 〔日〕福川伸次：《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活动的轨迹与日中经济合作的新发展》，载季卫东： 

《东亚研究》第 1 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 页。

②  张云方：《中日经济交流会拾遗》，《中日关系史研究》201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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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是可以的。”① 这一时期，在谷牧与大来佐武郎的共同推动下，中日政府成员级会

议、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相继创立，中国对日本的智力引进由不定期的临时咨询转变

为规范化的定期交流，在当时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这些定期交流机制的确

立为中方开阔视野、转变观念发挥了重要作用。

交流会创立后，谷牧多次参会，并将在会议中获取的重要信息向中央汇报、向

地方传达。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受“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等观念的影响，对于利用

外资还存在不少争论，在引进外资方面也缺少赖以借鉴的相关经验与做法。因此，围

绕引进外资的经验介绍与对策建议成为交流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在第四届交流会上，

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分别就这一议题做了专题报告，帮助中方修正了“外债即殖民

地化”等观念，希望中方对日本引进外资等经验加以重视与借鉴。在对世界经济形势

的研判上，日本学者提出了未来 20 年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将转移到西太平洋地区的论

断，认为范围“包括日本、中国、东南亚一带，而以深圳特区、香港为窗口的华南工

业区将成为西太平洋经济的中心地区”。② 1984 年 6 月 9 日，谷牧在听取广州、湛江

两市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时提及此论断，要求广东省委结合本地区经济建设现状部署工

作，进一步加强规划、统一思想。③

在改革开放初期，交流会上双方讨论的主要内容是经验介绍与对策建议，但也

存在争议性的观点。在第四届交流会上，日方专家佐伯喜一谈及技术进步的议题时，

提出“中日经济合作的基础就是日本要在技术上与中国保持领先十年的差距”，这一

言论当即就受到中方的反驳，中方指出：“未来日本的技术优势不会成为中日合作的

前提条件和基础条件。如果中国在某一领域占据优势，双方仍可以进行充分合作”。④

在 1985 年召开的深圳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中，此事再次被谷牧提及，认为“我们在

引进先进技术上还是处于被封锁的状态，打破这个封锁并不容易……我们要在技术上

真正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 , 资产阶级追

求利润的法则，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和矛盾 , 我们也是可以利用的”。⑤ 可以说，日方

① 《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一九七九年—— 一九八二年）》，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1986 年

编印，第 337 页。

② 《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一九八六年—— 一九八七年）》下，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1988

年编印，第 608 页。

③ 《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一九八三年—— 一九八五年）》，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1986 年

编印，第 164—166 页。

④ 《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一九八三年—— 一九八五年）》，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1986 年

编印，第 367 页；伊藤博：『資料集：日中経済知識交流会（1979 年—2000 年）』，東京：東京大

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2020 年版，第 48 页。

⑤ 《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一九八三年—— 一九八五年）》，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1986 年

编印，第 3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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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的观点从另一角度为中方拓展了思路。

总之，交流会的创立与召开促进了中央领导层解放思想、开阔视野，为中央研

判国内外经济形势、做出改革决策提供建议与参考。随着交流会双方创立者及其成员

的更替，基于个人层面的政策建议与影响逐渐减退，以经济部门与大型企业为主体的

探讨与借鉴成为主流。

（二）为解决改革开放初期的具体问题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帮助

交流会不仅推动了与会专家对两国经济理论的沟通与学习，而且针对中国改革

开放中遇到的实践难题进行了讨论与建言。在经济理论交流方面，人员范围由经济实

践者扩展到经济理论专家，主题由经济施策拓展到经济理论，并由此带来了更为深入

的理论碰撞。第一届交流会举办时，中日双方因经济术语的差异，耗费了大量时间与

精力。为消除沟通障碍，增进对中日经济状况的准确理解，双方决定在会后一年内编

纂经济用语事典，在 198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之际正式出版。面向日本读者的

《现代中国经济事典》，由中方撰写，日方翻译，用日文出版；面向中国读者的《现代

日本经济事典》，由日方撰写，中方翻译，用中文出版。① 在两本事典中，中日双方经

济专家基于各自的理论体系，系统、具体地对本国的经济发展和运行状况进行了介

绍。这套由中日经济专家首次合作编写而成的经济事典，是改革开放初期中日两国深

入了解对方经济概貌的“入门教材”。

交流会的讨论成果还解决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张云方

曾评价，交流会“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和整个经济决策起到了许多不可替代的积极作

用”。交流会上所讨论的经济特区管理、特区货币、外资利用、企业改革等问题，均

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所遇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交流会提出的很多建议通过谷牧直

接报送中央，并最终成为经济改革的具体政策。例如，针对经济特区的管理问题，大

来佐武郎提议中央应给予政策支持而非物质支持，不应输血而是让特区形成造血机

制。在中央拟提议发行特区货币时，谷牧征询大来佐武郎的意见，大来佐武郎从汇率

和统一货币的角度明确建议不要出台特区货币，最终这一建议被中央采纳。②

交流会成员的建言献策并未局限于交流会之内，会外的考察交流也是建言献策

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战后日本国土规划的重要制定者，下河边淳在参与交流会期

间，先后 7 次担任中国地域考察团团长，考察足迹遍布海南、新疆、西藏等边疆地

区，以及上海、深圳、大连等沿海城市。考察团一般在各地进行约 10 天的深入调研，

在返回日本前，考察团多次在北京与中国政府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会谈并给予建议，对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国土开发政策给予了诸多有益帮助。谷牧对考察团的活动给予高

① 『現代中国経済事典』甲，東京：日本総研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発刊の

ことば第 5—6 页。

②  张云方：《谷牧与中日经济交流》，《百年潮》2016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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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肯定：“下河边淳先生多次对各地区的考察非常好，除了作为国务院政策参考的经

济知识交流会外，还在海南岛开发、上海经济圈、长江开发、新疆地区等考察中，提

出了非常宝贵的战略意见。”①

（三）对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与人才培养发挥推动作用

交流会产生的良好效果和成功实践促使中国各地纷纷成立政策咨询机构。在日方

专家的支持下，大连经济开发协力会、日本深圳协力会、中日天津研究会、中日陕西

协力会等政策咨询机构相继成立，不仅为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改革提供咨询建议，也

促进了日本企业与当地的经济合作，有力地推动了中日友好交往与经济人才的培养。

1986 年 11 月，旨在助力深圳特区发展的日本深圳协力会（以下简称协力会）在东

京成立。交流会的创办者大来佐武郎和主要成员宫崎勇、下河边淳等，同时也担任了协

力会的名誉会长、会长和代理会长。协力会通过与深圳市政府及经济建设有关人员召开

研讨会的方式，为深圳特区建设建言献策。此外，东洋租赁公司、住友商事、大和证券

等日本企业均是协力会的成员，协力会不仅为深圳政府与日本企业间搭建了信息交换的

平台，也将合资、补偿贸易、租赁业务等多方面的合作项目及时介绍给日方会员企业。②

在以交流会及地方协力会、研究会为平台的深入合作过程中，双方成员缔结了

深厚的友谊，为促进中日友好交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89 年，第九届交流会结束

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的背景下，日本政府也下发了禁止内阁高级官员

访华的自肃指示，面对日本国内的政治压力，宫崎勇毅然开启访华之旅，成为当时中

国领导人接见的第一位外国友人。③ 2016 年 1 月，宫崎勇逝世后，国务院原总理朱镕

基向宫崎勇送别会致悼词，称宫崎勇为“难得的良友”，高度评价了宫崎勇 30 多年来

为中国经济发展、为中日友好做出的杰出贡献。④

为加强中国经济研究的人才培养，日方专家还设立了面向中国的“纪念向坂正

男日中经济研究交流基金”“小林实中国经济研究基金”等基金项目，资助了众多从

事中国经济研究的青年人才。1993 年 12 月，在对外经济贸易部国际贸易研究所研究

员李建国访日期间，身患重病的小林实对其提出希望以他的个人资产在中国设立研究

基金的想法。回国后，李建国将小林实的这一想法向马洪和李灏做了汇报，并同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人员进行了商议。⑤ 在中日双方相关人士的共同努力下，1996 年 8

①  阿部和彦：「下河辺淳と中国」，『下河辺淳とその時代を語る』2017 年夏号，http://www.ued.

or.jp/report/pdf/NO-14.pdf，2021 年 3 月 21 日。

② 《日本成立“深圳协力会”》，《特区经济》1987 年第 1 期。

③  张云方：《走近宫崎勇先生》，《日本学刊》2001 年第 5 期。

④ 「故宮崎勇氏へ中国元首相が弔電  経済交流に貢献」，『朝日新聞』2016 年 3 月 17 日。

⑤ 《深切的怀念——小林实纪念文集》，香港：长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 2002 年版，第

143—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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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小林实中国经济研究基金”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设立，其资金运营与使用

全面委托给中方成立的基金理事会和管理委员会，宗旨是全力支持中国经济研究人才

的培养。截至 2016 年，共资助研究项目 54 项，还支持了近 700 名清华本科生进行社

会调查。20 余年来，“小林实中国经济研究基金”传承了小林实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

的巨大热忱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朱镕基、谷牧等国家领导人通过不同方式对小

林实为中日合作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①

（四）促进改革开放初期中日两国经贸往来深入发展

交流会的创立正值日本寻求扩张亚洲市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中国改革

开放亟须引进外资、学习技术的时期，但改革开放初期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积极性并

不高。在 1982 年举办的第二届交流会上，双方就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热情不高的原因

进行了探讨，日方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存在信息不公开、立法不完善、对外资引入管

理不健全、政府招商引资主动性不足等问题，这为中方完善引进外资政策、改善投资

环境提供了参考。在第四届交流会上，针对日本企业对华投资获取信息困难等问题，

向坂正男提议中日应合作设立“中国投资信息中心”，这一提议在 1990 年 3 月以中日

双方分别设立投资促进机构而得以落实。②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完善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

日本企业逐渐增加对中国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的投资，出现了对华投资的第一个高峰。

这期间，交流会为推进两国项目合作进程、协调经贸往来，以及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

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交流会成立后，双方成员在参会日程外，往往还与主办国的政经界权威人士进行会

面或座谈，这对于了解主办国的政策动向、经济走势起到了关键作用。如在第五届交流

会结束后，马洪等人在大来佐武郎的引荐下，拜访了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会见中，中

曾根康弘表达了日本要增加对华投资，扩大同中国技术合作的意向。③

此外，交流会还不定期派出临时经济考察小组，针对具体经济问题，对当地企业

进行详细考察，使交流会成员可以实地了解对方企业的经营状况、技术水平。1985 年，

交流会派出“中国公共工程建设资金的筹集和使用考察团”“町村经济建设考察团”等，

分别对日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体制、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以及日本农村一村一品运动等

情况进行了考察。考察团回国后，撰写了《日本公共工程建设资金的筹集和使用考察报

① 《清华经管小林实中国经济研究基金成立 20 周年》，清华大学网，https://www.tsinghua.edu.cn/

info/1178/ 30072.htm，2021 年 9 月 16 日。

②  伊藤博：『資料集：日中経済知識交流会（1979 年—2000 年）』，東京：東京大学社会科学

研究所 2020 年版，第 34—35、48 页。

③ 《中曾根会见马洪时说日本应增加对华投资》，《人民日报》1985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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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日本地区开发及一村一品运动考察报告》  等报告 ①，并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相应建议，

为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西部开发建设等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经验。此外，交流会的成

员多为当时中日经贸往来政策制定和项目推进的实际负责人。1986 年 9 月，中日两国分

设了中国对日经贸工作协调组和日中贸易扩大协议会，中方协调组的组长沈觉人和日方

协议会会长河合良一均是交流会的成员。交流会上，两人多次就中日制造业合作、技术

协力等方面的现状、难题与对策进行面对面探讨，有效推动了中日间经济合作的进程。②

结    语

交流会诞生于中国改革开放和中日关系“蜜月期”的特殊历史时期，既是中国改

革开放的产物，也是中日友好交往的见证。作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对外智力引进

的重要尝试，交流会成员级别之高、目标定位之精准、交流方式之灵活、内容探讨之

深入、影响之广泛持久，奠定了其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与中日政治经济交往中的重要

地位。改革开放初期，交流会不仅使中国借鉴了日本模式的宝贵经验，也为大批日本

企业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的契机。其后的 40 余年间，交流会始终致力于两国经济发

展经验的交流与经济技术合作的探讨。随着中日两国经济体量的增加、经济影响力的

增大，以交流会为代表的对话平台及其带来的政策效应在东亚区域乃至世界范围内产

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

交流会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间开展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交流机制。

1990 年，交流会召开 10 周年年会，谷牧在会上致辞说：“从《魏志·倭人传》算起

的两千余年有文字记载的中日交流历史中，还找不到两国高层人士连续十年每年开一

次讨论会的记载 , 可以说我们是独创 , 是留载千古的中日友好的创举，我们应该为此

感到自豪和骄傲。”③ 自交流会成立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日关系波折不断，但在

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下，交流会仍坚守友好交流的创立宗旨，保持了政产研学多轨道互

动的鲜明特点，为促进两国在经济、科技与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合作共赢持续提供动

力。虽然交流会的诞生背景与历史影响具有不可复制性，但是如何在再造历史共性中

重现良性循环的合作机制仍应是中日关系中需要重点思考的命题。

［责任编辑：石善涛］

① 《日本公共工程建设资金的筹集和使用考察报告》《日本地区开发及一村一品运动考察报

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6 年第 30 期。

②  伊藤博：『資料集：日中経済知識交流会（1979 年—2000 年）』，東京：東京大学社会科学

研究所 2020 年版，第 66 页

③  张云方：《中日经济交流会拾遗》，《中日关系史研究》201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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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al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Third-line Construction *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Significance and Task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Third-line Construction… ………………………………………………………… Zhu Jiamu（15）

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third-line construction was a major strategic decision made by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 central leadership of the CPC with Comrade Mao Zedong as the core in the 1960s.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third-line construction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se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s is essential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study and education of the Party history and the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of the learning of the 

histories of the Party, New China,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socialist development, enriching, 

promoting and inheriting the Party’s spiritual pedigree, in-depth summariz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and protecting and utilizing the third-line industrial heritage. On the basis 

of detailed data, the majority of research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ird-line, earnestly 

promote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ird-line, compile the history of the “third-

line”, tell Chinese stories well,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three-line spirit”, and serv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CPC, the third-line construction,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 significance and tasks

*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

The Establishment and Influence of the Sino-Japanese Economic Knowledge Exchange Conference 

in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 Bi Yana & Deng Meiwei（23）

Abstract: The Sino-Japanese Economic Knowledge Exchange Conference was an important attempt 

of China to introduce foreign intelligence in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t was founded under 

the spe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high-level leaders and economic experts from China and Japan,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Especially in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valuable suggestions put forward by the representative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Sino-

Japanese Economic Knowledge Exchange Conference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China’s introduction 

of Japan’s economic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rocess. 

The pragmatic, flexible and efficient exchange mechanism adopted by the Sino-Japanese Economic 

Knowledge Exchange Conference also provides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China to build a good 

foreign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Sino-Japanese Economic Knowledge Exchange Confere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establishment, influence


